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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村到工厂:近代乡村青年女性启蒙

■ 王 萍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在近代工业化、新文化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多重作用下，“打工
妹”走出乡村进厂务工，对社会变迁产生了多元而复杂的影响。进入工厂促使传
统乡村青年女性群体逐步开始了自我启蒙的过程，踏上了寻找“现代自我”的起
跑线。职业角色的获得提升了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冲击了传统的性别文化，使
女性的自我认知、社会角色、婚姻与恋爱等都发生了嬗变。同时，该群体也面临传
统角色颠覆和与现代角色重建之间冲突的困境，启蒙之路具有较强的历史局限
性，只有加强对以“打工妹”为代表的女性群体的增权与赋能，从根本上保障女性
的生存与发展权益，才能更好地发挥女性在新时代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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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启蒙问题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旧社会的传统女性是被男权遮蔽和压
迫的群体，宗法制度和传统礼教将女性屏蔽在神权、族权、父权、夫权之外，这种长期的控制与压
迫使女性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独立人格与自我意识。工业化作为社会变迁的强劲推动力，给近代
中国的乡村及城市发展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打工妹”群体由此产生。
就业为女性提供了独立自主的基本经济条件，带动了该群体“由内而外”的变化，给乡村吹来了
新风，给城市注入了充沛的劳动力。在职业化的催化之下，其社会角色、交往关系、生活方式等
都发生了巨变，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经济独立使得女性逐渐脱离了传统的依
附性角色，开始走向自我发展的道路，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抹亮色。

一、近代乡村女性启蒙的内涵

近代中国女性的启蒙与西方的启蒙运动不同，西方的启蒙运动是民众摆脱神权的控制，把

人从宗教和神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中国近代女性启蒙更多是受压迫的女性从神权、族权、父
权、夫权中解放出来，走向自由和理性，逐渐确立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我意识。霍克海默和阿道
尔诺指出:“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1］。从一般的意义来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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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启蒙指的是女性个体意识萌芽并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性的个体，一方面，指行动上的自

由，能够参与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打破深闺女子“足不出户”的禁锢;另一方面，也包括思想意
识的独立性，能够实现独立思考和自我表达，改变之前的从属地位，进行自我认识和探索，形成

独立的人格和社会角色。中西启蒙运动中共同遵从的核心就是人的独立和自由。仅从裹足这
一陋习来说，封建女性长期被以裹脚的形式禁足，必然依附和受制于男性。对此，戊戌变法的核
心人物梁启超曾严厉指出:“缠足不知所自始也，要而论之，其必起于污君独夫民贼贱丈夫……
呜呼，可不谓愚人哉?”女性的身体受到摧残，人权和尊严受到严重践踏。翻开汗牛充栋的史书
典籍，女性一直囿于男权之下，除文学史可以看到个别女性诗词作者的主体形象，鲜少见到女性

书写，更不要说在社会生活事务中占主体地位。而女性出现在政治史中，则呈现的大多是觊觎
政权的野心家形象，即便有零星记录，大多也是充斥于文学作品中的悲情叙事，女性形象模糊且

消极，女性群体是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
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民主与科学的传播推动女性觉醒。在此背景下，工业化的

发展给女性提供了走出乡村的机会，她们通过进厂务工获取了自己的职业身份，在社会分工中

扮演了不同于以往的角色，更大程度上实现了个人的自我价值。从江南乡村传统的丝、绵、纺、
织等手工操作，到近代工厂大机器生产，女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为近代女性走

向独立、自主、自尊奠定了社会基础。

二、近代乡村女性启蒙的社会条件

1．工业化生产的社会经济背景
工业化的启动和推进有两个必要条件，即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产品销售市场。作为

一支重要的新兴经济力量，工厂制度在逐渐解构传统自然经济的同时，也在不断拓展市场，并吸

纳了大量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加上由于人口增加、人多地少，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从土地
释放出来。
自《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工厂建设进入了“外人兴业时期”，一时之间，日本、英国、德国纷

纷来华设立工厂，主要集中于长江三角洲地区。西方兴办近代工业给当时的爱国实业人士以强
烈的刺激，在振兴民族工业的旗帜之下，民族工业迅速兴起。从 20 世纪初期，民族资本主义投
资大幅度增加，仅 1910 － 1920 年期间投资总量竟是之前 50 年投资额的总和，主要集中于轻工
业领域。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发展迅速扩展开来，工厂制度、机器化大生产推动了中国的近
代工业化进程，也推动了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变，铁板一块似的城乡社会

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2．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
西方机器化生产的棉纺织品严重冲击了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手工纺织业，土布销量下降，

生产萎缩，传统纺织业迅速衰落下去。土地耕作的产出有限，难以维持家庭生活所需，水灾、旱
灾、虫灾等自然灾害频发，农业大量减产。在以上因素的影响下，大量农民破产，衣食无着的农
民无奈之下只好离开土地，前往城市他乡寻找生计之所，广大女性也随着这一潮流纷纷外出。
工业生产带来的社会分工使社会群体的力量分化，作为工业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大量涌现，

其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就是女工群体。为了满足工业生产的人力资源需求，人口迅速向城市集
中。尤其是在纺织行业中，女工人数占到了 90%以上。做厂挣工资的打工妹因经济上获得独
立，使得她们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发生逆转，打工妹进厂打工，获得了一份职业，有了一份相对

稳定的收入，这就为她们经济独立创造了条件
［2］。简言之，近代城市兴起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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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商品交换之间的联系，加速了近代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女性开始走出乡村，离开土地，走出男权控制下的乡村秩序，进入城市，职业身份的获得促进了

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发。
3．新文化运动的新风
社会的思想论战总是与社会变革相互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前所未有的全新文化

开放时代
［3］。人们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促进了社会生活的变化。进入城市为广大的农村女性

走向自我觉醒提供了空间条件，社会思潮的发展则为女性启蒙提供了催化剂。发轫于西方的女
性解放运动思潮伴随 19 世纪末期西学东渐的潮流进入中国，一批远见卓识的进步人士，在对中
国前程思考的过程中，受西方进步思想的触动，开始了对女性解放运动的思考，在思想文化领域

展开了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大讨论。《中国女报》《变法通议·论女学》等纷纷出刊，将西方女
性解放运动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探索中国妇女的解放道路。

19 世纪末以来，有关中国妇女发展的论述不断出现，这些论述虽然以学术面貌出现，但其
宗旨大多或明言或隐含反封建的意旨，举女性解放与革命的旗帜，行反封建之实际。在维新派
学习西方思潮的过程中，女性就业、女性独立、性别平等的意识也引入中国，得到有识之士的响
应与呼号，知识分子的呼号催生了女性启蒙运动思潮。20 世纪前期，全面反传统的“五四”新文
化运动把女性解放运动囊括到国民解放的活动内容之中，社会精英群体的男女平权思想被社会

广泛接受，报刊、杂志、电影、文学作品中关于女性地位的讨论也给社会带来了新风尚。纺织女
工、缫丝阿姐、女职员、女教师等群体不断涌现，凡此种种影响，给女性启蒙创造了社会大环境。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传统女性被吸引着、裹挟着，大规模地流向城市，成为工厂

的雇佣工人。传统的中国女性不再只是承担洗衣煮饭职责的“乡下妹子”，首次拥有了职业身
份。以上海、苏州、无锡、常州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棉纺织业发达，工厂制度的兴起与发展，
标志着中国社会的转型———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社会结构发生了变
化，在结构变动中，新生社会力量脱颖而出，其中就包括‘打工妹’在内的农民工群体的崛起［4］。
处于近代工业产业链末端的“打工妹”，从父权盛行的夹缝中找到一个立足之地，除了传统的具
有较强依附的先赋角色之外，中国女性首次拥有了自致性角色———“做工”的职业角色，可以说
是笑中带泪，迈出独立自主的第一步。

4．城市社会的吸引力
进入近代社会之后，外国资本势力的入侵也推动了本国社会的内部变化。受近代工业化的

影响，通商开埠使得一部分以工业和商业贸易为主要经济活动的近代城市迅速兴起，城市的经

济功能增强。一方面，城市向周围乡村扩展，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农村人
口进入城市。在二者的合力之下，近代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数量、规模和功能都在不断发
生变化。城市资源集中，工厂、企业数量众多。城市既是商品的生产之所，也是商品流通的贸易
平台，提供的就业机会众多，破产农民、流动人口纷纷前往城市寻找生机。而对于长期生活在乡
村的青年女性来说，城市的一切都是新鲜的，除了生活的需求之外，城市文明本身对于乡村女性

群体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三、女性启蒙的主要表现

1．顺天应时新环境下的主动适应
“自欧战迄今，我国民之受其影响，而蒙其损失者，不知凡几。即以棉业论，美、印、日诸国
咸注力于供给欧洲之缺乏……于是纺织同业，急起直追，尽力推广。故予亦有添招女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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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但距沪甚近之苏、松、常、太各属，人烟稠密，招丁至便易，黄本操君乡土情长，念兵燹之
后，生活艰难，陈请试招湖南女工若干名。”［5］由此可知，20 世纪初期受欧战影响，民族工业崛
起，为轻工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产生了对女性工人的大量需求。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典
型代表杭州为例，作为当时全国丝织业、棉纺织业的中心，在拱宸桥一带有多家纺织厂，下班时
间纺织女工一眼望不到头，成了当时一道独特的风景。进入 19 世纪 80 年代，农村贫困家庭的
女子纷纷以进入工厂做工为风气，出现了“少妇专求纺织良”“人争趋先”［6］的景象，女工为近代
中国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出门务工、抛头露面、男女同处一室对于当时的社会风气
来说是新鲜事物，也严重挑战了封建传统思想的道德标准，遭到了社会的批评和苛责。但是，近
代女工群体的涌现顺应了社会化工业生产的需要，通过外出务工谋得职位并获取薪酬，为女性

群体提升社会地位、实现两性平等打下了经济基础。
做厂挣工资的打工妹因经济上获得独立，使得她们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发生‘逆转’，打工

妹进厂打工，获得了一份职业，有了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这就为她们经济独立创造了条件
［7］。

经济地位的提升带动了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一方面以独立主体的形象参与劳动，承担养家糊
口的责任，获得一定的经济独立，从“分利之人变成了生利之人”(梁启超);另一方面为促进自
我发展而积极学习，主动适应，打工妹群体走出家庭，在推动妇女解放运动向前发展的同时，也

不断适应城市社会的新环境，更新观念，改变自我，完成由村民向市民方向的转变
［8］。这样的女

性形象，在历史上都是少见的，也可以说是为中国女性走向独立与发展的进程中，书写了靓丽的

一笔。在进入工厂之后，虽然是在资本的压榨之下，但是青年女性也获得了学习新知识的条件，
认识并接受了新事物，逐渐开始走上摆脱迷信、落后、愚昧的征程;同时，纺织女工的劳作又进一
步推动了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2．入职入学生活意义重新构建
甲午战败后，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认为，西方强大的重要原因在于西方农、工、商

等皆有专业的培训学校，振兴实业的要务首先在于发展实业学堂，主张强新学，广设学校。一些
地方有识之士也开办了实业学堂，1897 年杭州知府林启创办杭州蚕学馆，开设了动植物、蚕体
生理、解剖、显微镜、气候、植桑、缫丝等十多门课程［9］。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在南通女子师范学
校设绣工科，又建立绣织局与女工传习所，并通过设立伶工学社与更俗剧场，亲自参与戏剧教育

与京剧艺术的革新，以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
女性实现思想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接受教育，广大中国传统女性由于贫穷和受封建礼

俗的压制，很难拥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而近代兴实业、办教育的风气给广大女性提供了宝贵的
启蒙心智、提升自我的机会。自近代以来，一些家庭条件优渥的新女性最早享受教育资源，成为
近代史上最先走向社会公共空间的新女性。接受教育为女性获得职业提供了客观基础，是其觉
察自我意识的前提条件。对于近代广大农村地区的女性来说，农村社会的封闭状态及“女子无
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使其一时无法获得同等的教育或培训机会，而进入城市工厂务工，正弥
补了这一不足，给了她们接受城市文明的机会。虽然时间很晚，空间有限，但是广大乡村青年女
性借机接受了新思想，掌握了谋生的新技能，由此步入了人生发展的新阶段。

3． 不屈抗争参加维权工人运动
近代女性通过参与工业生产、适应城市生活获得职业角色，为其经济自立、参与公共生活以

及部分实现婚姻、职业等问题上的自决提供了条件，但总体来说，这种解放是非常不充分的。在
尚未开放的近代社会，女工群体除了要忍受资本家的盘剥与压迫，还受到男权思想和传统封建

文化的压迫。对此，处于不断进步中的女性群体也不甘屈服，为争取自己的平等待遇、改善劳动
条件而积极投入工人运动的历史潮流。“工人运动的发展有利于农民工社会地位的提高，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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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工人运动在 1921 到 1927 年之间的长足发展，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10］周宏府曾经
撰文指出:党的成立及其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几次劳动大会的召开和全国总工会的组织工作、国
共合作、灵活的斗争策略以及国际方面的帮助和支持等 5 个方面的原因促成了工人运动的发
展。“1922 年上海丝厂女工同盟罢工，得到了上海各界的支持，代表 90 余万工人的 30 余工团，
联名致书江苏省长，商界及其他社会团体也代女工呼吁。迫于社会压力，各丝厂厂主从 8 月 24
日起减少女工工时 2 小时。”［11］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群体走出家门，进入工厂，参与社会化大
生产，社会舆论也在逐渐发生转向，由之前的反对、阻挠、质疑和批评，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同情和
鼓励的言论。正如章开沅所说:随着女子做工已成既成事实，社会舆论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
人们不再讨论女工应不应该做工，而是更多地关注起她们的生活，同情其境遇，支持其抗争。这
也充分说明了女性通过自己艰苦而坚决的抗争，日益获得了社会的认可，社会地位得到了一定

的提升。

四、时代回响与现实反思

女性离开农村，走进城市和工厂，在中国女性的发展史上首次拥有了职业角色，通过获取报

酬，获得了基本生存的经济基础，迈出了走向自立的第一步。但是，女性承受着做工的辛苦、恶
劣的环境、粗暴的管理，以及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残酷压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女性在实现自
我蜕变的同时，也在现实环境中面临着传统与现代、自我与社会认知的双重矛盾。

1．女性意识觉醒，从“他我”到“自我”认知提升
在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定位中，由于农业劳动需要男性发挥体力优势的特点，加之传统礼

教的思想禁锢，女性一直是处于男性的附属地位，女性存在的意义就取决于男性。“好”女性的
形象标准就是由与女性有社会交往关系的“他”定义的，服从于男性的需求，接受男性的价值
观。而这一切随着女性走出农村而发生了变化，女性进厂务工，参与劳动，获得了薪资收入，拥
有了实现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职业角色的取得使广大女工认识到了自身的劳动价值，获得了
自信心，逐渐形成了自我的观念，开始自觉地为实现自我发展而积极努力。从文献资料中，我们
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女性的这种跨越，这也为提升女性地位、改善性别不平等做出了贡献。直
到今天，长江三角洲地区女性的家庭地位高于其他区域，应和当时的历史影响有一定关系。

2．传统封建思想压迫，性别角色困扰
由于大多数进厂务工的女性都没有受过教育，她们在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更多是被动的、无

意识的。传统的性别隔离仍然对女性群体的自我建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从史料来看，很多进
厂务工的女性会遭受社会的非议和婚姻的不幸，结婚晚、嫁人难。因而，虽然女性通过进入城市
而有了职业角色与社会身份，但是思维与灵魂仍然被压制与禁锢，要面对自我的困惑与心理不

适。传统性别分工观念的束缚，给违背传统规范、外出务工的“打工妹”群体，造成了沉重的心
理负担。
在传统社会中，女性处于附属地位，要遵从封建礼教的规范，不可抛头露面，要守妇道，遵从

“三从四德”。而“打工妹”走出家门，与男性一同做工，就会面临各种非议和误解，那些外出务
工的女性在婚配上都受到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今日阅之，我们钦佩当时走出农村、进厂务工女
性的独立自主与勇敢，而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面临的非但没有赞美，而且更多的是非议之声，

这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是多么冷酷而无奈的现实，身为一名女性，读来更觉心寒胆战。
3．默默奉献的无奈“剩女”，多重角色加身
“打工妹”进入城市后，城市社会中晚婚观念、晚婚现象盛行。“打工妹”群体当时的婚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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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也较传统乡村社会延迟很多。在笔者看来，这是打工妹“入乡随俗”做出的“适应性”响应，婚
配时间之所以可以延迟，是因为大多城里人也是如此，适应城市的晚婚风尚。更重要的原因则
是女性的独立意识增强，在婚姻关系中有了自主的决策权，而不是谨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
种自觉可以看作是一种进步。从更深的层次来说，女性晚婚晚育的重要原因则是与求职需求、
工厂制度有关，工作不稳定、生活负担沉重、工厂“以未婚为雇佣条件之一”，等等，在这样的条
件下，“打工妹”也只能“选择晚婚的道路”了。这些事实今日仅仅从能够获得的史料中看到，作
为女性群体自身的表述，我们无从获取，她们内心的苦楚情形不得而知。
女性虽然有了职业角色，但是在传统的角色定位中，仍然是家庭事务的主要承担者，必须要

担负起生儿育女、洗衣煮饭、赡养老人的职责，这就使得女性在做工的同时，还要承担起繁重的
家务劳动，一方面，在工厂做工被榨取剩余价值，“从鸡叫做到狗叫”，雇主通过延长劳动时间、
提高劳动定额等方式，加剧对女工的剩余价值榨取;另一方面，又要在家庭事务中受男权思想的

压迫。这对于“前世”和“今生”的中国女性，都是一道顽固的桎梏，女性平等权和自主权的实现
仍然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又无比漫长的历史任务，令人唏嘘不已。

结语:从前世看今生，现实启示助益良多。今日“打工妹”占据了国内产业工人的十之六
七，是社会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潘毅等指出，作为制度、文化、社会身份的共同产物，“打工
妹”一词体现的是女性受歧视的、被资本剥削的、被男权压制的和受市民排斥的社会地位。与
过去相比，今天大批的外出务工女性群体在外出意愿、职业类型、流出方向、教育水平、个人观
念、社会地位等诸多方面大不相同。但是，传统社会文化规制下的劳动分工和性别角色形成的
不利地位仍然存在。由于男女生理差异和性别刻板印象，女性群体在职业发展中面临一些不平
等待遇，两性平等的实现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的限制性因素和传统文化的抵制。以各种形态出
现的性别歧视问题、性骚扰问题屡见不鲜，充分实现性别平等与女性权益的道路非常漫长。女
性发展不仅是女性群体自身的问题，也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更是国家的责任。保护女性合
法权益，促进两性和谐事关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12］，要从法律和政策层面加强对以“打
工妹”群体为代表的女性“增权”与“赋能”，保障女性的生存与发展权益。同时，也要加强对女
性职业人群的社会保障立法，降低女性职业参与的社会风险，使广大女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

才智，肩负新的历史使命，建功新时代，为社会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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